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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威慑的四大风险及其应对

刘　 利　 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 　 风险社会中的核威慑自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技术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 对立

的主客思维方式、失序的国际规范、内在的逻辑矛盾以及缺失的道德责任导致了核威慑风险的产生与升级,而其中的道德责

任是根本性的影响因子。 面对日趋严峻的核安全形势,各国应该培植政治智慧与道德理性,强化共生意识和本体性安全,构
建平等、正义的核安全合作机制,积极打造安全共同体,让参与者共享安全与和平。 拥核国应该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切实维

护核不扩散体制,努力铲除核恐怖主义,稳步推进世界无核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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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朝鲜半岛与中东地区的核问题始终牵

动着世界局势的发展。 朝鲜在不久前宣布暂停无核

化进程,伊朗也申明不再遵守《伊核协议》。 美国与

朝鲜、美国与俄罗斯、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频频发出

核威慑,这使人类对核武器的担忧达到了冷战结束

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核威慑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关

注的焦点。 由于核威慑实施过程与效果有较强的不

确定性,核威慑表现出明显的风险性特质。 正如安

东尼·吉登斯所言,科学技术不受限制地推进导致

了许多不确定性的风险。 如果核武器的运用不受限

制,同样也会产生诸多风险。 核威慑虽然是利用核

武器来进行防卫以阻止敌方进攻,但是一旦超出它

合理利用的限度,核威慑就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甚

至产生灾难性后果。 核威慑因其自身蕴含着复杂的

心理过程,决策者的意志容易受到自我镜像与情感

冲动的压制,使得核威慑容易产生技术风险、信任风

险、政治风险和道德风险。

一　 核威慑的四大风险

核威慑就是宣称或暗示使用核武器制造恐怖情

绪和心理压力,使对方意志屈服而改变意图或停止

进攻行动。 即便决策者运用工具理性和凭借专业的

知识来谋求行为效益的最大化,但由于核威慑往往

伴随着激烈的精神对抗与焦虑情绪,核威慑内含的

非理性因素使得行为表达与效果存在诸多不确定

性。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这种人

为的不确定状况不只是知识基础不完全的结果,而
是更多更好的知识往往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

性。” [1]核威慑作为科技力量进步的结果,却并没有

因为人类对微观世界的更多深入了解而获得更大的

确定性。 行为者在依赖核威慑理论确定性的同时也

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风险。 具体表现为核威慑的四

种风险。
(一)技术风险

核威慑的技术风险是指在核威慑的实施过程中

因技术利用、管理以及对技术的心理认知的复杂性

而导致行为失败或失误的可能性。 首先,核威慑战

略使用上的风险。 这就是因核攻击指令误判等核威

慑技术手段的失误而引发风险。 核威慑往往涉及非

常复杂的利益冲突甚至是生死博弈,决策者的非理

性因素对行为目标与手段的选择产生重要影响,短
时间内的信息不对称局面有时会使决策者的理性能

力受到限制,这些很容易使军事首脑的临时决策发

生误判。 正是基于危机状态下核威慑决策机制的不

确定性,在 1962 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美苏双方虽然

以核威慑相向,但是两国都尽量避免因信息失误而

引发核战争。 双方领导人还设立了专门热线,不想

因估算失误而发动核战。 其次,核威慑在冲突升级

上的风险。 它是指核威慑失败后引发的核战争的危

害性,其对人类的代际遗传、环境保护乃至生命保存



构成了直接威胁。 核辐射将会引起人类基因突变,
对人类的存在的整体性构成严重威胁。 如果核威慑

引发全面核战争,地球将直接被毁灭。 即使双方保

持克制,造成的“核冬天”也会在不久后毁灭人类。
其次,核威慑心理认知上的风险。 核威慑因对方的

心理认知而使威慑失败。 核威慑的效果需要依赖决

策者的实力、决心以及敌方对威慑的认知。 核威慑

很大程度上依赖敌方的心理认知反应。 在抗美援朝

战争和第二次台海危机中,美国对我国发出核威慑,
我国领导人通过对战争的正义分析,认为美国不敢

公然违背国际公义而动用核武器。 历史最终验证了

这一判断的正确性,美国的核威慑以失败告终。
(二)信任风险

核威慑的信任风险,主要是指核威慑对国际信

任系统带来的冲击,引发国际紧张局势。 在吉登斯

看来,信任表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

持有的信心[2]。 虽然国际社会的信任不同于个体

的信任关系,但是国家信任关系也是建立在对国际

信任系统的信心。 首先,核威慑可能使国家间充满

怀疑与猜忌。 克劳塞维茨认为敌对关系是由敌对的

情感和意图引起的[3]。 核威慑所指向的巨大毁灭

能力能够诱发出非常复杂的敌对关系。 核威慑传递

的意图与传统的威慑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核威慑

表达了一种绝对暴力的观念,其以大规模毁灭人的

肉体为手段,而不单单是使对方意志屈服为目的。
这种手段的强对抗性质使核威慑与传统威慑相比具

有了极大的差异,能够引发更强烈的敌意与不信任

情绪。 其次,核威慑可能会动摇国际信任系统,增加

国家运行与合作的成本。 国家与国家之间由于缺乏

权力控制力量,国家间的信任系统是靠一系列国际

协议支撑的,但它本身的法理效应并不是强效的。
核威慑可能就会损坏这种弱势契约,使国家返回到

“人对人是狼”的状态。 核威慑带来的对抗情绪,促
使国家采取系列对抗性的预防措施,从而增加了国

家运行与国家间合作的成本。 再次,核威慑可能会

损害国家信誉,降低国家软实力。 核威慑本身存在

逻辑矛盾。 因为核武器的本质是用于威慑而不在于

使用,而核威慑的成功前提之一是对方相信自己的

决心,这就需要以使用核武器为前提。 一旦核威慑

失败,行为主体就会陷入“失信”的困境。 因为如果

使用核武器,那就使核威慑本身失去了意义;而如果

不使用,这就会影响国家的信誉,使国家的核威慑能

力受损,从而影响国家的软实力。
(三)政治风险

核威慑的政治风险主要是指核威慑对国际政治

秩序、国际关系等产生的不确定的负效应。 政治决

定着核威慑的战略决策和制定,核威慑政策又反过

来引发政治格局与国际关系的变化,产生不确定性

的负面影响。 首先,核威慑会损害国际核力量的平

衡,造成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在朝鲜半岛核危机中,
美国以保护盟国为借口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萨
德”,朝鲜面对美日韩的压力频频发出核威慑,这引

起东亚乃至全球的核战略失衡。 中国和俄罗斯加紧

研制升级导弹系统,以求化解美韩带来的战略压力。
核威慑造成核武器互动升级竞赛,给世界无核化进

程和国际和平蒙上了浓重阴云。 其次,核威慑可能

引发核秩序的不稳定,给国际核权利分配带来不公。
不正义的核威慑会损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合理性

和合法性。 因为《核不扩散条约》建立的目的就是

限制有核国家的核实践,保护无核国家不受核武器

的伤害以及能够和平利用核能。 不正义的核威慑把

主体国家的利益置于核垄断之上,没有尽到保护无

核国家免受核武器伤害的义务,使权利与义务不对

等。 再次,核威慑可能引发反核政治运动。 早在美

国核击日本之前,“弗兰克委员会”的 7 名科学家,
曾于 1945 年 6 月共同签订了《弗兰克报告》以反对

使用核武器。 后经爱因斯坦和罗素等科学家大力倡

议,逐渐形成初具规模的反核政治运动。 随着国际

政治格局与核战略不断变化,反核运动已成为国家

政治斗争的手段。 例如,在美国政治竞争中,民主党

人为了赢得总统竞选,通过反核运动来把共和党赶

下台,虽然实际上他们只是在核竞赛中的主张不同

而已[4]。
(四)道德风险

核威慑的道德风险可以分为“道德产生的风

险”与“对道德产生的风险”两个方面。 前者是指某

些道德原则和规范在现实生活中的推行、践履有可

能导致不理想效果或负面影响的危险性,后者是指

一种社会措施所可能引起的道德负面后果的不确定

性[5]。 首先,核威慑存在诱发“政治偷懒”的道德风

险。 某有核国家曾过度依赖核威慑而忽视了国家之

间的正常交往关系,在六方会谈与无核化进程中立

场多次变化,不遵循政治理性与政治德性。 虽然它

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原因是出于国家安全压力,但其

获取安全的手段方式已经偏离了中道,往往是借

“核谈”来获取更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 可见,核威

慑容易使国家决策者迷失在核威慑的技术崇拜之

中,大大弱化了国家理性,放弃了对政治智慧的追

求,容易产生政治智慧层面的“偷懒”行为。 其次,
核威慑挑战人类基本权利准则。 核威慑是现代战争

的产物,却与作为现代核心理念的权利观念相违背,
体现的是权力意志。 核武器杀伤力大,无法有效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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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军事目标与平民,极大地挑战了人类的生存权利。
核威慑还对人类的延续性存在很大危害,影响未来

人作为“完整人”存在的权利。 同时,核攻击会对环

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对其他生物的环境权利造成

破坏。 再次,偏激的核威慑伦理思想容易产生核安

全问题。 偏激型的核威慑伦理思想主要有核和平主

义与核现实主义。 核和平主义是对核威慑持绝对否

定的态度,认为用核武器来威慑毫无道德可言。 然

而在核武器无法全面销毁的历史条件下,强调无条

件核裁军的核和平主义并不利于世界和平秩序,因
此绝对的反核思想是不理性的。 核现实主义认为核

威慑无须受道德制约,它最终只能服务国家利益与

权力。 核现实主义忽视了道德对化解核威慑风险的

重要作用,容易诱发技术、信任、政治与道德方面的

风险。 核霸权主义实际上是极端的核现实主义,它
漠视核道德,认为可用核武器来“弱肉强食”。 当前

一些拥核国家奉行核霸权主义,只是单边考虑用核

力量维护自己国家或盟友的利益,不顾核安全秩序

与他国的和平需要,这导致核扩散态势越发严重,也
为核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土壤,使全球核安全问题

不断凸显。

二　 核威慑风险的成因分析

核威慑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外在因素和内在

因素两个方面。 外在因素表现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关

系和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一些霸权主义国家奉行

现实主义强权政治,使明确的核威慑制度规范和道

德规范难以形成。 内在因素体现在核威慑本身蕴含

的思维方式和发展逻辑,最为重要的是因道德责任

的缺失而导致道德表达的不确定性。
(一)核威慑思维范式的对立

核威慑从语义上看,就是一种“你如果……,我
就……”形式,代表着一种典型的主客二分思维方

式,这种对立状态在核武器的巨大物质力量的分化

下得到空前的强化,其所引发的对立情绪也是异常

强烈,会扭曲战争的政治性质,冲击核威慑的道德限

制,使可能的战争变成“绝对战争”意义上的“为了

战争而战争”的战争。 另外,核威慑在思维方式上

较价值理性而言,往往更倾向于技术理性,从美国庞

大精细的核威慑理论就可以发现这点。 如果遵循核

威慑的价值理性,其目的仅仅在于自卫。 而要达到

这一目的,只需证实拥有核威慑的能力,比如在阅兵

活动中展示核武器。 美国开发研究所谓的核威慑理

论以及战术性核武器恰恰体现了其对技术理性的过

度依赖。 它既想从核威慑中获得巨大利益,又希望

把核威慑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提出了

“大规模报复”“确保摧毁”“确保生存”等核威慑理

论。 实际上,核威慑理论本身作为一种战略技术手

段,其效果也依赖于双方心理互动,实质上是互为因

果,因此主体无法精确地预测结果,自然存在很大的

不确定性。
(二)核威慑内在逻辑的矛盾

首先,核威慑存在人性预设矛盾。 该理论预设

了决策者是理性的,能够根据时局作出理性决策,然
而核威慑往往是交织在各种冲突之中,各种敌意、仇
恨等情绪容易使决策者成为非理性的。 而且人类的

理性是有限度的,核威慑的人性论基础缺乏稳定性。
其次,核威慑的目的性矛盾。 核威慑的最初目的是

为了避免核战争,但核威慑本身又是以不惜使用核

武器阻止对手行动作为基础。 核威慑要有效地阻止

核战争的爆发,就必须有一旦威慑失灵就使用核力

量的决心,否则,就无法真正慑止敌人。 正因如此,
核威慑本身恰恰隐含了诱发矛盾升级的因子。 再

次,核威慑主体间性矛盾。 核威慑的效果取决于心

理层面上的使用决心、技术层面的破坏实力和政治

层面上的利益衡量等因素[6],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缺

位都会导致核威慑失败。 核威慑并不是简单的线性

关系,而是互为主体的心理博弈过程,双方是互为因

果关系的。 核威慑其实也是一种意志较量。 这就使

核威慑的预期变得难测,充满了不确定性。
(三)核威慑制度规范的失序

核威慑本身的国际制度规范并不健全,并没有

明确的操作规范。 拥核国有核威慑的能力,但是并

没有对这种能力进行合理限制,这正是核秩序中的

不合理之处。 首先,核威慑处于弱控制状态。 对核

威慑的制度规范主要是基于人道主义呼吁,并没有

实质性的国际协议。 国际上对核威慑的限制主要是

通过《核不扩散条约》 《全面禁止核试验》等间接性

条约和拥核国的道德自律来制约的,因此核威慑实

际上处于一种失管状态。 其次,霸权主义横行使国

际体系失衡。 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

界,所有的制度合作都依赖于双方的同意以及信任,
任何一方的霸权主义会损害合作的基础,使双方关

系处于冲突状态。 美国等国依然奉行霸权主义政

策,对中东国家、朝鲜等以霸主的身份进行干预,激
起了他们对现存核秩序的不满。 再次,美国对核制

度规范有选择性执行。 美国依照极端功利主义的思

路,损害制度正义。 一方面,美国以原子能合作为

名,要求伊拉克、利比亚放弃核诉求,而后却对他们

大动干戈。 另一方面,美国又默许其盟友以色列发

展核武器,给国际社会造成不公平的影响。 朝鲜正

以此为理由,对美国提出的无核化方案极度不信任,
才不惜放慢经济与民生的发展而决意发展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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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国家也用核恐怖主义来回应美国的核霸权

主义行为。 因此,国际核制度规范失序的根本原因

在于核霸权主义。
(四)核威慑道德责任的缺失

道德责任包含“应该做什么”和“对行为后果的

评价”两个方面。 第一种是职责义务所规定的责

任,第二种是对行为不良后果所承担的责任。 首先,
道德责任是核风险管控的核心要素。 起初人们认为

核安全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往往把安全事故原因

归结为技术水平不高,认为只要改进技术就能有效

根除风险。 但是,纵观人类的核实践史,随着核技术

水平的提高,出现的安全事故不降反增,后经过调查

研究发现,所有核事故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人因

因素”。 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调查中发现,“除了

人们往往称之为上帝的旨意以外,导致核安全问题

的任何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来源于人因错误” [7]。
核威慑决策者在心理、价值观念、责任意识、安全意

识等因素的缺失容易导致核威慑战略实际操作的失

误,而其中道德责任感是所有“人因因素”中的关

键。 因为,一旦人的道德责任出现问题,其他因素就

无法发挥作用。 其次,道德责任是道德行为机制的

内在基础。 道德行为的产生包含道德认知、道德情

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等环节。 缺失其中任何一

环,都不可能产生持久的道德行为。 也就是说,道德

行为的产生必须要有道德的认同基础与自由意志。
道德责任就是对客观道德准则的认同,是对必然的
自由认知,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自觉行动[8]。 因此

说,道德责任是道德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 核威慑

的四大风险均受道德责任的影响,道德责任的缺失

势必导致核威慑风险。 再次,核威慑的道德责任相

比现行制度规范更为有效。 依常规而言,制度规范

比道德责任具有更强的约束力。 但在目前的国际核

秩序中,核威慑缺乏明确的规范。 一些拥核国完全

按照自身的利益来制定核威慑政策,任性地发出核

威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图景

逐渐清晰,在核威慑的国际制度规范缺场的情况下,
人类的共同责任具有了正义基础。 因此,核威慑的

道德责任是比制度规范更为有效的约束手段。 同

时,只有国际社会对核威慑的道德约束达成共识时,
才可能有针对核威慑的规范操作模式。

三　 核威慑风险的应对措施

核威慑风险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决定了其规避措

施的系统性。 核威慑的风险治理并非单个国家能够

完全胜任,只有依靠国家合作才可能有效进行。 在

全球化趋势加强的历史背景下,只有站在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立场上,以打造安全共同体为契合点,让安

全成为共享的国际社会资源,才能促使核威慑的具

体制度约束和道德规范的形成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一)强化道德责任,增强政治智慧

首先,道德责任有助于形成风险伦理。 道德责

任是对必然的自由自觉,对事态的未来发展进行自

始至终的关照,它对事物发展中的各种风险进行审

视和预测,以此确定自身的价值目标。 道德责任是

一种面向未来的责任,有助于形成面向未来风险的

伦理精神。 核威慑的风险不同于其他的一般风险,
它的危害性大、不可控性强、责任归因难,这使得核

威慑的风险需要更强的道德责任。 核威慑的道德责

任促使决策者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中,对核威慑

可能出现的后果进行预判,自觉克服功利主义思路

的弊端。 其次,道德责任有助于形成审慎德性。 可

以说,审慎是首要的政治美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审

慎(明智)是一种以行为本身为目的并关乎实践的

理性[9],亚当·斯密也认为审慎构成人的品质的核

心要素[10]。 道德责任强化主体意志的理性自觉自

律,道德责任承担的本身就是他作为人的存在目的

之所在,因而也是人的德性的本质体现。 道德责任

感会促使核威慑决策者在行动中和纷繁复杂的实践

活动中对于善的谋划,从而强化决策者的审慎德性。
再次,道德责任有助于形成实践理性。 核威慑一方

面是核技术的战略运用,另一方面是政治外交手段。
它需要技术理性,也需要政治理性。 核威慑的“技
术战略理性”强调科学的决策程序以及现代科学方

法和手段在核威慑战略中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帮

助决策者寻求最佳的选择方案和决策程序;核威慑

的“政治策略理性”关注的则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政

治博弈过程,重点在于使决策者在具体的问题上和

环境中作出更好的决策。 然而,核威慑的技术战略

理性与政治策略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而日

趋工具化,核威慑的战术运用和政策实施日益依赖

政策博弈分析、统计学等科学方法和高科技虚拟技

术(如模拟核战争),更多依赖于工具理性而使价值

理性萎缩。 也就是说,核威慑越来越依赖于工具理

性以寻求某种确定性,实际上这种所谓的知识确定

性却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核威慑理论的精致化并

没有使核秩序更稳定,反而是更无序。 因此,决策者

需要能够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紧密融合起来的实

践理性。 因为实践理性使核威慑在追求知识确定性

的同时,能够受到价值善的方向指引,在有效规制核

威慑的手段恶的条件下,确保其目的善和结果善,从
而达成核威慑的总体善。 对此,道德责任是对实践

理性的道德律令的尊重与履行,经由自我意识努力

转化为“主观精神的法”,从而产生对道德责任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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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重情感” [11],也就使决策者由理论理性走向

实践理性,最终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连接起来。
(二)转变思维方式,增强政治互信

首先,深化“共生”意识,强化本体性安全。 任

性的核威慑本质上是主体对权力意志的张扬,是对

他者控制欲望的膨胀,体现了典型的“主客二分”的
思维方式。 可以说,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招致了任

性的核威慑,反言之,任性的核威慑又扩大了主体与

客体的距离,导致了“我者”与“他者”的“不同场”,
从而变成“核物质力量”统辖的异域。 可以说,任性

的核威慑最终的结局就是“物”控制“人”。 为此,只
有树立主客相合的思维方式,认识到我者的存在是

通过他者而生成的,而不是“他物”。 只有意识到

“我者”对“他者”的责任,“他者”对“我者”本体性

存在确证的意义, 才能找到我者的 “本体性安

全” [12]。 所以说,主体与客体的“共在场”对建立深

层次的安全感至关重要。 其次,建立理性的国家信

任关系。 由于国际关系缺乏权威的调节机制,国家

间的信任关系往往是复杂的,也是脆弱的,这就需要

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来建立理性的信任关系。 如同习

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理性的信任关

系就是要超越国家边界、国家制度差异的制约,从人

类整体利益出发积极构建国家认同基础,用人类的

“类我意识”建立更广泛的“朋友关系”,做到“化敌

为友”。 再次,加强对话沟通,建立信息对称格局。
新现实主义用“囚徒困境”来阐明其国家间的不信

任关系,这是由于理性的利己主义处于信息不对称

的状态。 然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通讯侦察

卫星等已使国家间的信息交换非常紧密,绝对失衡

的信息不对称是不存在的,这就为政治互信提供了

更为有利的条件。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与苏联

在核大战一触即发之际建立了国家领导人互通热

线,相互递送和平信号,使对峙局面降温,避免了一

场毁灭之战。 因此,拥核国间、拥核国与非拥核国间

应该加强沟通,及时传递信息,减少沟通障碍,建立

正向的信任关系。 各国应该主动接受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监督,保证核能利用的公开透明,形成良好的互

信格局。
(三)强化制度建设,促进制度正义

首先,利用现有制度资源,加强法理研究。 尽管

核威慑现在仍处在弱约束的阶段,没有明确的制度

规约和道德规范,但是现行的一些国际制度规范为

核威慑的制度生成提供了法理基础。 例如,《禁止

使用核及热核武器宣言》《核不扩散条约》为核武器

的使用与扩散设立了国际性规约,《公民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

约也规设了人道主义原则,这些均得到了世界各国

的广泛认同和遵守。 从法理而言,有规定权利的条

约,也就应有规定责任的条约。 《核不扩散条约》使
拥核国具有核威慑的合法性,但同时应该规定其责

任,这样才能使核威慑达成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平衡。
因此核威慑应该受到这一类条款的间接限制,而且

需要更进一步的直接限制。 比如,对核威慑的对象、
内容、手段等进行具体规定。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核

政治实践的深入,各国必然会对核威慑提出更高的

道德和制度要求。 其次,拥核国家应自觉承担国际

义务。 虽然当前无核化进程受制于美俄两个核大国

的意图而显得困难重重,但是有核国家有能力将核

武器总量维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 有核国家

应自觉维护国际法律,积极承担道德责任,通过积极

合作并达成实际的共识,避免核威慑的负面效应。
面对朝鲜核问题,美国、俄罗斯以及中国等国应承担

更大的责任,实施与其核能力相对称的行为,来解决

现存的区域性核问题。 习近平在 2016 年第四届核

安全峰会上就提出要切实担负起核大国的责任义

务,为世界核安全作出应有贡献。 再次,联合国应该

发挥积极作用。 虽然联合国大会决议和国际法院的

咨询意见没有强制约束力,但联合国发出的倡议会

得到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响应。 因此,联合国应该积

极推动核大国间就核军控、核扩散等问题进行谈判

与协商,建立一个良性的核争端解决机制,力促将核

威慑置于国际法体系的框架之内。
(四)强化国际合作,打造安全共同体

首先,积极培育合作理念。 在核时代和全球化

时代,人类面临着诸如核毁灭、气候变化等威胁。 如

果一些国家继续用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来指导

国家交往关系,就不可能有效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

核威胁。 各国应转变核威慑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
积极培育主客共生的理念,在形成有效的信任关系

上进一步展开核合作。 习近平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

上提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强化

核安全文化,营造共建共享氛围。 有核国家应当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上进

行合作,使核技术的利用服务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其次,健全安全互动机制。 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由于

东北亚地区在冷战结束后没有像西欧那样构建出一

种合理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使这一地区的冷战氛

围与冷战思维依然存在。 美国与朝鲜领导人虽然就

朝鲜半岛无核化进行了会晤,但是在安全领域还缺

乏有效的互动机制,这使朝核问题容易再度陷入僵

局。 因此在应对核危机中需要冲突双方建立安全互

动的信心与信任,特别是在军事安全等核心领域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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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更有效的互动机制。 最后,倡导核合作主义,打造

安全共同体。 习近平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
“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所有国家都要参与到

核安全事务中来,以开放包容的精神,努力打造核安

全命运共同体” [13]。 诚然,持久的核安全只能通过

建立在平等、正义和互惠原则上的合作。 核合作主

义就是在加强政治对话的基础上,积极打造建立在

平等正义基础上的安全共同体,让参与者能够共享

安全。 可以说,全球化与核恐怖主义已经将传统冷

战思维下的核威慑视角,转换到了反对全球恐怖主

义的新主题上来。 在冷战结束后,原本发端于美苏

对抗的均衡博弈下核威慑逐渐丧失了其历史合理

性。 在全球互联时代,核威慑意味着威慑自己,国家

并不能对恐怖主义者进行有效的威慑。 因此,只有

将核威慑建立在安全共同体之上,才能达成核威慑

的现实合理性。

四　 结　 语

核威慑之所以受一些国家的依赖,在于核武器

具有的物质异化力量。 朝鲜核危机、伊朗核问题与

核恐怖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国家滥用

核威慑。 核威慑的历史合理性在于维护和平,滥用

核威慑必然丧失其价值目标,诱发绝对的历史虚无

主义的核恐怖主义。 核威慑作为历史偶然的产物,
其历史合理性也必然会随历史消失。 在人类命运共

同体架构逐渐清晰的历史背景下,人类应对核威慑

风险的关键在于从核武器的异化力量中觉醒,用
“类我”的精神力量去克服“自我”的脆弱,用自觉自

律的自由意志约束任性核威慑的权力意志,尽早完

善核威慑的制度规约与伦理规范。 当然,核威慑风

险防范的根本措施还在于实现世界无核化,尽管人

类还需为此作很长时间的努力。 人类的“善良意

志”发出绝对律令,人类必须积极行动,逐步消除核

武器,彻底铲除核恐怖主义。 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彻

底摆脱核威慑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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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our Risks of Nuclear Deterrence and Methods to Tackle

LIU Li-l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The nuclear deterrence in a risky society has many uncertainties, which can lead to technical risk, trust risk, political
risk and moral risk. The thinking mode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disorder of international norms, inherent logic contradiction and the
lack of moral responsibility, all of them can cause and escalate those risks, of which mor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 severe nuclear security situation, countries should cultivate political wisdom and moral rationality, strengthen symbiotic
consciousness and ontological security, set up equal and just nuclear safe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build up a security community,
to make participants share security and peace. The nuclear states ought to shoulder greater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uphold the nuclear non-
proliferation regime, strive to eradicate nuclear terrorism ,and steadily advance the process of denuclearization in the world.

Key words:　 nuclear deterrence;　 technical risk;　 trust risk;　 political risk;　 moral risk;　 security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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